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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退卻行為是指個體從心理及生理增加自己與組織之間的距離，此情況對組織的整體效能有

極大的影響。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職場友誼、幸福感與退卻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資料經由

三個階段的蒐集程序，取得 186 套來自香港全職工作者。研究結果發現，職場友誼對退卻行為

有負向影響、職場友誼對幸福感有正向影響、幸福感對退卻行為有負向影響以及幸福感中介職

場友誼與退卻行為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彙：職場友誼，幸福感，退卻行為 

壹‧緒論 

面對著日益競爭的全球經濟，各個組織所著重的不再只是對外的擴張及

宣傳策略，更重要的是要留住好的人材以及成功的內部管理，如此才能協助組

織解決問題、創新及開拓更好的未來。要讓組織內部的員工從心理真正喜歡其

所任職的組織，進而提高個人的績效，組織應該設法讓員工在職場中擁有良好

的人際互動，如此才能讓員工感知到自己真的隸屬組織之中，進而感知到幸

福。職場友誼 (workplace friendship) 是指個體在職場/組織中與工作上同事之

間自然形成的人際關係，包含彼此相互承諾、信任、承諾以及分享工作的價值 
(Berman, West, & Richter, 2002)。 

職場友誼是社會互動的方式，缺乏社會互動將造成個體焦慮及失望的心

理狀態，甚致也可能造成反社會行為 (Berman, et al., 2002)；良性的社會互動，

能為個體帶來歸屬感，並願意成為團體中的一員。整體而言，職場友誼能為個

體及組織提高正面的效益與減緩不利的影響。例如：提升個體知覺到工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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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提高工作滿意度、情感支持、職涯發展、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及情感

承諾與降低離職意圖(李旭梅、蔡碧珊，2016; Kram & Isabella, 1985; Mao, Hsieh, 
& Chen, 2012; Morrison, 2009; Nielsen, Jex, & Adams, 2000; Ross, 1997)。然而，

關於職場友誼與退卻行為之間的探討，目前尚未有直接的研究。較為相近的研

究主題是探討職場友誼與離職意圖之間的關係 (李旭梅、蔡碧珊，2016)。離

職意圖與退卻行為是近似，然而彼此之間仍有所差異。離職意圖是指個體想做

但未做，退卻 行為則是個體已開始展現某些行為。在組織中，個體的退卻 行為

非組織所樂見，且長久下來，對組織的整體效能有著不利的影響。 

退卻行為 (withdrawal behavior) 是指當個體知覺到組織的狀況不合乎個

人所預期的時候，自願做出的反應以增加自己與組織之間在生理上及心理上的

距離 (Gupta & Jenkins, 1991)，例如：缺席、早退、遲到與做白日夢。職場友

誼是社會支持中的其中一種來源。職場友誼對組織或個體之間都非常重要，組

織中的成員基於與他人有良好的友誼關係所獲得的支持與資源，將有助於工作

順利進行、降低工作壓力和提升工作品質；然而，若是未能獲取良好的友誼關

係時，則可能產生個體心理層次的疏離感。因此，本研究將以社會支持理論為

論述基礎，探究職場友誼與退卻行為之間可能的關係。 

除了探究職場友誼與退卻行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進一步要探索職場友

誼對退卻行為的影響機制。也就是探索兩者之間潛在的中介因子。個體感受到

的社會支持，能提升其整體的幸福感受與身心健康，進而使個體持續處於正向

經驗的循環中，並產生自我的價值感 (House, 1981)。幸福感對個體而言，有

著不可言喻的重要性。員工幸福感 (employee well-being) 是個體在工作環境

中所感受到的幸福感。員工幸福感指的是員工在工作經驗與工作情況中所得到

的整體品質 (Warr, 1987)。當員工感知到愈多的幸福感受，會愈願意持續留任

於其所任職的組織。組織中職場友誼所帶來的支持，將促使員工有更多的幸福

感受 (李旭梅、蔡碧珊, 2016)。因此，本研究將在職場友誼與退卻行為的關聯

性中，驗證幸福感在職場友誼與退卻行為兩者之間的中介角色。 

貳‧文獻回顧 

一、職場友誼與退卻行為之關聯性 
社會支持理論中，社會支持是指個體藉由與他人或團體的互動過程中，

獲得實質與情緒上的幫助 (Hobfoll & Stokes, 1988)。社會支持的概念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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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lan (1974) 提出的支持系統 (support system)，包含社會的概念 (個體所處

的社會環境) 與支持的概念 (來自情感與工具性的支援)；個體經由與他人的互

動過程中所獲得的回饋，有助於對抗其所面臨的困難。社會支持的來源可分為

來自工作領域 (主管、同事與工作上的其他關係人) 及非工作領域 (家人、配

偶、朋友與鄰居) (House, 1981; Seiger & Wiese, 2009)。 

社會支持之類型可分為情感支持 (emotional support：來自他人對自己的

同理心、關懷、體貼與鼓勵)、實質支持 (instrument support：從他人獲取物質、

勞力與金錢)、評價支持 (appraisal support：從他人獲取肯定或回饋) 與自尊支

持 (esteem support：個人在經過失敗後，經由重要他人的協助而再次獲得信心

與自尊) (House, 1981)。社會支持帶來的影響效果有兩種，第一種是直接效果 
(direct effect)，又稱主要效果 (main effect)，指的是社會支持直接帶給個體的

正面的影響 (如：提昇身心健康與幸福感)；第二種是干擾效果 (moderating 
effect)，又稱緩衝效果 (buffering effect)，指的是透過社會支持能減緩對個體

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Berman 等學者 (2002) 指出職場友誼是指在職場/組織與工作上同事之間

的友誼及人際關係，而在職場上的友誼需要有信任、承諾以及可以分享的樂趣

和工作價值。職場的工作者為了讓工作可以更加順利，自然地會與工作上的同

事發展職場上的情誼，職場友誼為組織提供一個非強迫性的機制，因為在

情感建立的過程中，職場友誼無形中讓個體產生工作動機，使個體接受組

織，並降低個體拉開自己與組織之間的距離 (Fine, 1986)。當組織中的成員

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價值觀及嗜好時，便容 易形成一致的意見與評價的偏好。

當彼此關係越親密時，當知覺到對方需要幫助時，將愈願意提供其所需的協助

與支援 (Sias, Smith, & Avdeyeva, 2003)。友誼是屬於自願、互惠和平等的關

係，這種獨特且特別的關係，有助於個體與工作伙伴之間的人際相處，同時在

友誼關係中，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權力與階級差距 (Markiewicz, Devine, & 
Kausilas, 2000)，建立的情感也更為真實。組織中的職場友誼對職場中的個體，

在不同的時間點，會發揮不同的功能。來自工作團隊中的社會支持，也能協助

個體抵抗外在的威脅 (Caplan, Cobb, French, Harrison, & Pinnean, 1975)。 

研究指出職場友誼與離職意圖之間有負向影響 (李旭梅、蔡碧珊，2016)。
離職意圖是指個體在工作一段時間後，經過思考的程序後，企圖離開組織 
(Mobley, 1977)。離職意圖著重於個體的心理層次準備離開其所屬的組織，但

尚未有實際的行動；退卻 行為則是強調個體在心理與生理上的疏離行為，此時

行為已默默展現，對組織整體效率的影響更為直接。當個體面臨職場中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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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與困難時，組織內的同事較組織外的他人更能理解個體面對的工作環

境，也較容易察覺工作中的根本問題，故較能提供適切的回應 (Sias & Cahill, 
1998)。職場友誼是來自組織內部的支持感，能提供個體在專業上與心理層面

的支持，此親密的友好關係，能為個體帶來實質的協助。因此，在組織中當個

體準備要對工作或組織要進行疏離行為時，良好的友誼關係，可能因而減緩此

疏離，並使其願意繼續與同事一起完成組織給予的任務。綜合以上文獻的推

論，提出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 
H1：組織成員的職場友誼對其退卻行具有負向影響。 

二、職場友誼與幸福感之關聯性 
Andrews及Withey (1976) 提出幸福感包括正向情緒高、負面情緒低及生活

滿意度高等三個層面。此論述兼顧情緒與認知對幸福感造成的影響 (陸洛, 
1998)。Lu與Shih (1997) 指出與幸福感相似的詞有很多，例如「快樂」、「客

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生活品質」與「生活滿意」等。而Warr (1987) 
則提出探討員工的職場心理健康，視工作幸福感為工作滿足、工作緊張及工作

沮喪低的狀態等等。Diener (1984) 整理出了「幸福感」的三大特點：第一是

個體主觀的感受 (Campbell, 1976)，故又稱「主觀幸福感」；第二是包含了高

正向情緒，以及低負向情緒；第三則是人們對生活品質所做的整體評價。因此，

當個體對整體生活滿意以及擁有較高的正向情感與身心健康時，便能獲得幸福

的感覺。陸洛 (1998) 也發現負向生活事件會打壓幸福感，當個人感受到社會

支持時則會提升幸福的感受。 

在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提及，當個體獲得生理、安全、愛與隸屬、自

尊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就會產生滿足的感受 (Maslow, 1954)。組織內部工作中

的關係涉及到需求滿足理論中的自尊與認同以及親密的需求。「工作中的關係」

是指在職場中所產生的人際關係，即此所指的「職場友誼」。職場友誼是職場

上同事之間互賴、互信、互惠、互相分享與承諾的非正式關係，除了能提供訊

息傳遞、內在報酬、職位升遷機會，也能協助個體完成工作，甚致提供情感上

的支持 (Berman, et al., 2002)，故能滿足個體對愛、歸屬、友伴、自尊與認同

的需求，進而能使個體產生幸福的感受。 

個體與同事在工作互動的過程中逐漸發展的職場友誼，能帶來心理上的

支持感。個體期望自己的想法能獲得同事的支持或是在特殊事情的觀點能夠獲

得他人的認同 (Dotan, 2009)。人際之間的相似性對職場友誼有正向的影響，

主要來自多數的個體比較喜歡與自己態度較為相似的他人，尤其當彼此對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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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重要事件有著相同的觀點，情感也將更為融洽 (Berman, et al., 2002)。研究

指出，社會支持對幸福感有正向影響 (李仁豪、余民寧，2014；林志哲，2014)；
職場友誼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對個體的幸福感知有直接的影響 (李旭梅、蔡

碧珊，2016)。同事的支持能使個體知覺到自己與工作環境之間的適切性並獲

得舒適感 (Fisher, 1985)。因此，從社會支持理論的觀點與需求層次理論中可

知，個體在組織中獲得的職場友誼，會對其幸福感造成正向影響。綜合以上文

獻的推論，提出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 
H2：組織成員的職場友誼對其幸福感有正向影響。 

三、幸福感與退卻行為之關聯性 
Adams (1965) 指出退卻行為是指當個體與組織之間的心理契約在平衡狀

態時，個體會在期望的水準下完成工作，並表現出適當的 行為，一旦此平衡受

到破壞 (例如：組織的不當對待、不安全的工作場所等)，個體將會試圖離開、

提早退休或另謀他職。當個體在職場中出現不滿意的情形時，為發洩當下的不

滿或減緩壓力的感受，可能從心理或實際行為上出現逃避與不積極工作的情

況，甚至可能會出現對組織較不利的行為。較輕微的退卻行為，包括遲到、早

退、找藉口離開工作處所，較強烈的退卻行為，則包括另謀他職或提早退休。 

Gupta & Jenkins (1991) 提出退卻行為發生模型。組織中有兩股力量，吸

引力 (Attractions) 及排斥力 (Aversions)。前者是指個體在組織中所獲得的回

報，例如：工作乏味及工作壓力等。當排斥力大於吸引力時，個體會不滿意現

況因而產生退卻的力量 (Escape Force)，為了維持個體與組織之間的平衡狀

態，個體會依據不滿意的程度，做出不同程度的退卻行為。然而，個體也可能

因為退卻行為的產生會受限制條件所影響 (例如：想調任其他單位，但並沒有

適當的職位) 而不會表現出退卻行為。 

工作職場上的幸福感受，是指個體在職場上對於工作與工作環境所產生

之主觀與正向的感受，包含工作滿意度、人際關係與工作成就。當工作者在職

場中有正向的感受，自然就會喜歡其所任職的組織中。Wright & Staw (1999) 
的研究提及當個體擁有正面情緒的時候，將會有更多的力量面對工作上的挑

戰，以及更有餘力去協助其他同事，也能夠讓同事之間的關係品質更加和諧。

職場中個體與同事之間情感的正向累積，能使其願意留任於組織，進而讓加深

與工作之間的關係，從而減少發生退卻行為的機會。相關研究指出幸福感對離

職意圖會造成負向影響 (李旭梅、蔡碧珊，2016)。基於退卻行為與離職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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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相近性。本研究推論，當個體在組織中有較高的幸福感知時，較不易出

現退卻行為。綜合以上文獻的推論，提出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 
H3：組織成員的幸福感對其退卻行為有負向影響。 

四、幸福感之中介角色 
依據前述的三個假設：職場友誼對退卻行為造成負向影響、職場友誼對

幸福感造成正向影響以及幸福感對退卻行為造成負向影響。職場友誼「如何」

對退卻行為造成影響，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主題。社會支持是藉由 兩個或兩個

以上的個體，彼此間資源的改變 (行動上的協助、回饋、訊息或親密言行)，
來提高其中一方的幸福感知 (Browenell & Shumaker, 1984)。社會支持能為個

體增加正面效益及減緩負面影響 (Nabi, Prestin, & So, 2013)。來自職場環境中

的支持感，是個體用來回應職場需求的重要資源，職場友誼能滿足個體的需

求、情感表達、回饋、帶來心理上的正向感受，以及緩和工作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當個體在工作環境上擁有同儕的支持，其所帶來的幸福感知，也因而降低

了退卻行為的產生。相關研究指出職場友誼透過幸福感間接對離職意圖造成影

響 (李旭梅、蔡碧珊，2016)。基於退卻行為與離職意圖概念的相近性，提出

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 

H4：組織成員的幸福感會中介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之間的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施測程序 
本研究以香港的全職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採用便利抽樣進行資料的蒐集。

總計發放350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與無法配對的問卷，有效樣本為186份，有

效回收率為53.1%。樣本中，平均年齡為 29.85歲。其中，男性有101位 (54.3%)、
平均年資6.95年、教育程度則以大學以上居多，共116位 (62.4%，後續統計分

析將教育程度轉換成受教育年數：高中職=12，專科＝14，大學＝16，碩士=18，
博士=22)、教育平均年數為16.68年。在產業類別方面，以服務業為最多，佔

66.1%。 

為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本研究問卷共分三階段施測。問卷主要

由研究者接洽工作者，同時提供三次的調查問卷 (每份問卷皆獨立放置單一信

封，信封可彌封)，並告知每次的填答時間點，需間隔兩個星期，問卷內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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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填答日期的欄位，作為檢測之用。第一階段請受測者填寫職場友誼的題目

及受測者的基本資料；第二階段請受測者填寫幸福感的題目；第三階段請受測

者填寫退卻行為的題目。待研究對象完成所有問卷的填答後，由研究者親自回

收整套問卷。 

二、變數量測 
（一）職場友誼 

採用Nielsen等學者 (2000) 建立的普遍性友誼量表，共有12題。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法來衡量 (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例題：我能夠與同

事共同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我感覺我可以信賴很多同事。分數愈高表示員工愈

滿意自己的職場友誼關係。量表之Cronbach’s α 值為 .95。 

（二）幸福感 
採用Lu (2008) 編製的「中國人幸福感量表」，測量個人主觀認知的幸福

感，共有10題。「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為第一份專為台灣華人所編製的幸福感

量表，貼近華人幸福感經驗的標準化量表，廣泛在華人地區使用 (謝廷豪、廖

元良、林益永、廖宜玫，2016)。問卷採四點量尺 (0=非常不同意，3=非常同

意) 進行衡量。例題：我的工作總是能帶給我成就感、我熱愛我的生活。得分

越高表示幸福感越高。量表之Cronbach’s α 值為 .95。 

（三）退卻行為 
採用Gupta 與 Jenkins (1991) 以退卻行為理論所發展的量表。量表共有7

題，包括是由輕微至嚴重的組織退卻行為，包含：作白日夢、延長午休時間、

遲到早退、精神狀況不佳、缺席溜班、調職傾向以及離職傾向等七題的退卻行

為量表，以Likert五點量尺進行測量 (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例題：在

工作時，我偶爾會作白日夢、我常在工作時，覺得 精神不濟、疲憊不堪。分數

愈高表示員工的退卻行為愈頻繁。量表之Cronbach’s α 值為 .94。 

（四）控制變數 
為了增加本研究發現的內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根據過去研究，將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及目前任職公司的工作 年資作為退卻行為的控制變

數 (鄭仁偉、陳春希、袁梅玲，2012；Griffeth, Hom, & Gaertner, 2000; Ta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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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度檢驗 
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檢視各變數之效度。職場友誼、幸 福感與退卻行為的

組合信度  (Construct reliability, CR)及平均萃取變  異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分別為：.88及.37、.95及.67、.95及.74。根據上述資料，顯示

量表具有收斂效度。區別效度則是比較各個變項量表之AVE值的平方根與相

關係數，檢測標準為各變項AVE值的平方根需大於該變項與其他變項的相關

係數。職場友誼、幸福感與退卻行為之 AVE值開根號後，所得之數值分別

為 .61、.82與 .86，皆大於該變數與其他變數間之相關係數，顯示量表具有區

別效度。 

肆‧研究結果 

一、相關分析 
主要研究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如表一所示。職場友誼與幸福

感呈正相關 (r = .49, p <. 01)、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呈負相關 (r = -.55, p 
< .01)、幸福感與退卻行為呈負相關 (r = -.56, p < .01)。 

二、假設驗證 
由表二的模型四可知，在置入控制變項後，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有顯著的

負向關係 (β = -.56, p < .001)，故假設1獲得支持。從模型二可知，在置入控制

變項後，職場友誼與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β = .48 , p < .001)，故假設2獲
得支持。從模型五可知，在置入控制變項後，幸福感與退卻行為有顯著的負向

關係 (β = -.54 , p < .001 )，故假設3獲得支持。 

表一 各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1.性別  .54  .49 -        
2.年齡 29.85 6.36 -.02 -       
3.婚姻  .28  .45 -.16* .51** -      
4.教育年數 16.68 1.34 -.06 .26** .17* -     
5.任職公司之年資 3.65 2.33 -.04 .63** .48** .27** -    
6.職場友誼 3.25 .60 -.20** -.10 -.10 -.25** -.06 (.95)   
7.幸福感 1.78  .62 -.16* -.07 -.12 -.09 -.01 .49** (.95)  
8.退卻行為 2.36  .81 -.28** -.02 -.01 -.02 -.05 -.55** -.56** (.94) 

註：1. 括號內數為 Cronbach’s α 值。2. N = 486，雙尾檢定。3. 性別：男(1)、女(0)；婚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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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1)、其他 (0)；教育年數:高中職(12)、大學(16)、碩士(18)、博士(22)。 * p＜.05，** p
＜.01，*** p＜.001。 

表二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幸福感  退卻行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控制變項        

性別 -.20** -.08  .29*** .16** .19** .13* 

年齡 -.03 -.02  -.02 -.03 -.04 -.04 

婚姻 -.17 -.12  .09 .02 -.01 -.02 

教育年數 -.09 .03  .01 -.14* -.05 -.13* 

目前任職公司

年資 
.11 .08  -.07 -.03 -.01 -.01 

預測變項        

職場友誼  .48***   -.56***  -.39*** 

中介變項        

幸福感      -.54*** -.36*** 

F 值 2.05 10.94***  3.42** 17.32*** 16.55** 21.70*** 

△F 值 2.048 52.48***  3.42** 79.42*** 75.53*** 30.712*** 
2R   .06 .27  .09 .36 .36 .46 

△
2R  .06 .21  .09 .27 .27 .10 

調整後
2R  .03 .24  0.6 .34 .33 .44 

註：1. * p＜.05，** p＜.01，*** p＜.001。2. 性別：男(1)、女(0)；婚姻：已婚 (1)、其他 (0)；

教育年數:高中職(12)、大學(16)、碩士(18)、博士(22) 

 依據 Baron & Kenny (1986) 的建議，進行中介效果的檢驗 (自變項與中

介變項同時放入模式中，中介變項的預測效果需顯著且自變項的預測效果應下

降或消失)。比較模型四與模型六可知，將幸福感置入迴歸式後，整體模型解

釋力提升至 46% (p< .001)。顯示，在控制人口背景變項下，並同時置入職場

友誼與幸福感兩個變數時，幸福感能夠額外貢獻 10%的解釋力。幸福感對退

卻行為呈顯著的負向關係 (β = -.36 , p < .001)；職場友誼對退卻行為的預測力

則明顯降低 (β值由 -.54降為 -.36)。再進行中介效應的絕對數值 (absolute size) 
檢驗，Sobel檢定結果再次證明幸福感的部份中介效果顯著  (t = -5.96,        
p < .001)，即幸福感中介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之間的關係，故本研究假設4獲
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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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證實，職場友誼對退卻行為有負向影響。顯示，從社會支持觀

點來看，組織中人際關係的建立，有助於減緩個體在心理層次及行為層次對工

作及組織的疏離。整體而言，職場友誼對組織有正向的助益。在工作環境中，

若能獲得社交需求的滿足，個體將會更喜歡在其所處的環境。當個體擁有正面

情緒時 (幸福感知)，將會有更多力量去面對工作上的困難以及更有餘力去協

助其他同事，進而能夠使同事之間的關係品質更加和諧 (Wright & Staw, 
1999)。在職場中與同事情感的正向累積，會讓個體更想留任於組織之中，進

而加深自己與工作之間的關係。如果在職場上的個體和工作中同事的關係品質

良好，將能使工作者感受到工作環境上的和諧，從而減少退卻行為的發生。 

與過去研究一致 (李旭梅、蔡碧珊，2016)，本研究證實職場友誼對幸福

感造成的正向影響。職場友誼帶給個體無論是在工作訊息的提供、情感的舒

發、社交關係的建立，皆能帶來正面的能量。此外，也證實了幸福感對退卻行

為的負向關聯。顯示，個體在組織內化的幸福感具有正面的催化作用，可以藉

由此力量增強工作的信心，並降低各種可能的負面行為。最後，本研究證實了

幸福感在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顯示，職場友誼對退卻行

為影響，可經由幸福感所促成。當員工擁有幸福感時，從事工作時會充滿活力

與熱情，就能讓本來已經有職場友誼好所支持的環境氣氛加上另一層次的支持

與保護，進而降低個體的退卻行為。 

二、實務意涵 
創造快樂的勞動力以及擁有良好風氣的工作環境已成為現代組織的重要

管理課題，此外讓組織內工作者有正向的工作態度亦有助於提升組織的整體績

效。個體在工作崗位上堅守本份，是基本的任務；然而，當個體無法堅守本份，

勢必會損害組織的利益。根據本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具體的建議，作為實

務運作之參考： 

（一）主動推動提升同事間情誼的活動 
工作者為組織最重要的資產，讓優質工作者願意持續為組織效命，是人力

資源部門最樂見的結果。本研究證實職場友誼能提升個體的幸福感知與降低退

卻行為。因此，如何協助組織成員提升職場友誼，因而成為人力資源部門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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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的重要的課題。友誼的建立，需要時間的累積與事件的堆疊。人力資源部

門可藉由舉辦組織內的大型活動 (如：運動會、年終晚會、員工旅遊、定期的

康樂團體活動及每月慶生會等)，主管則可藉由部門活動 (如：部門聚餐、部

門旅遊及慶功宴等) 提高工作者在公事之外的互動機會。此外，組織也可藉由

社團活動 (如：慢跑社、鐵馬社及烘培社等)，建立工作者在公事以外情感聯

繫的機會。 

（二）打造讓員工感受到幸福的工作環境 
本研究證實幸福感會負向影響退卻行為。成為知名的幸福企業，是許多組

織的目標。許多組織也證明了，員工幸福更能讓組織獲利。用心照顧員工的組

織，員工也將更樂於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中。在世界經濟論壇《幸福與全球成功》

報 告 （ Well-being and Global Success ） 中 指 出 ， 員 工 的 幸 福 來 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6731)：工作目標明確 (強調

工作任務的重要性)、合理與彈性的工作 (強調工作任務的自主性)、能勝任工

作且發揮技能 (強調個人與工作的適配性)、主管具優質的人際關係與專業管

理才能 (強調主管對部屬的管理能力)、工作排程具公平和程序正義 (強調公平

性) 以及注重心理健康狀態 (強調重視心理健康意識)。建議組織可參考以上做

法，逐漸建立符合組織內部員工所期待的幸福組織。 

（三）甄選人際關係良好或正向心理素質較高的員工 
有鑒於職場友誼及幸福感的重要性，組織在招募員工時，可藉由招募訊息

及甄選工具的運用，遴選社交關係能力良好及正向心理素質較高的員工。社交

關係能力來自個體成長過程中所累積而來的能力。在進行面談甄選時，可藉由

詢問應徵者過去與團隊或社團相關的經驗，分析及瞭解該應徵者的社交能力與

社交意願，以及與其他人互動的概況。此外，在正向心理素質中，則可藉由相

關的專業測驗，測得應徵者對事物抱持的觀點，再透過面談的問與答，蒐集其

正向心理的相關資料，並進行分析。具備較佳的社交能力者與較為正向心理的

應徵者，在進入組織後，較能為組織帶來正面的氛圍。在職場中與同事情感的

正向累積，有助於員工想留任於組織之中，甚致讓自己與工作更加密切。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有以下限制：首先，本次研究的問卷對象的平均年齡較為年輕 

(29.85歲)，平均年資也較短 (6.95年)，故研究結果若要推論至較高年齡層或年

資較久的範圍，應有所保留。其次，共同方法變異的疑慮。為避免共同方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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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之疑慮，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之疑慮，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採取跨時間方式進

行 (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2006；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然而，因所有變數的填答者皆為同一人，故仍有同源偏差的可能。最

後，研究設計中的資料蒐集是經由三個階段進行施測，然而因問卷是同一個時

間點提供給受測者，雖然研究者在問卷上設有檢測用的填答日期欄位，但仍無

法確保受測者是否真實在設定的時間點進行填答。 

本研究提出以下未來的研究方向供參考：首先，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兩者

之間可能有其他的中介機制。過去未有研究探討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之間的關

係，本研究證實職場友誼與退卻行為有負向關聯中，幸福感為兩者之間的中介

變項。未來研究，或許可考慮採用與幸福感相近的變項，如：正向心情，進行

長時間的調查，藉以探究其與職場友誼和退卻行為之間的影響性。其次，職場

友誼主要來自個體在工作場所中與其他人的社會互動，此正面感受主要來自同

事，故未來研究可從同事支持的概念探討同事支持職場友誼幸福感退卻

行為。最後，也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職場友誼、幸福感與退卻行為，其他可能

的調節式中介效果。另外，職場友誼屬於組織內人際間的支持，亦可以組織支

持或主管支持做為中介或調節變項的角色，藉由擴展社會支持的範圍，來探討

對幸福感與退卻行為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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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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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drawal behavior is defined as increas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this situa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friendship, well-being 

and withdrawal behavior.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86 full-time Hong Kong workers at three time-point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workplace friendship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withdrawal behavior. Workplace friendship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well-being. Well-being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withdrawal behavior. Moreover, well-being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friendship and withdraw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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